
“精准打通”与“渐进差异”：区域一体化视角下制度距离的调节机制、经验启示与治理应对 韩碧君 胡航军 张京祥

提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并行不悖，打破传统“行政区

划”的藩篱、消除区域发展制度壁垒、推进区域合作实践成为世界各国新时期区域一体

化研究的重要方向。将“制度距离”概念引入区域一体化研究，解析其在区域一体化中

的具体内涵和调节机制，认为制度距离对区域一体化潜在效益的影响并非单一的线性关

系，而表现为阻碍和促进并进的双重调节机制；提出区域一体化中制度距离调节的重点

在于实现关键制度距离的缩减、区域制度的整合调整、制度距离的适度增减和构建动态

稳定的制度布局等四个方面；认为我国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制度距离调节需要从“精准

打通关键制度壁垒”“渐进构建差异化的制度分布格局”“完善配套的政策协同和传导机

制”等三个方面入手，为区域一体化中的制度调整和安排提供可能之策。

Abstract: Since World War Ⅱ ,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have

advanced in tandem. Breaking the barriers of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eliminating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regional co‐

operation have become key directions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research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into the study of re‐

gional integration, analyzes its specific connotation and regulatory mechanism. It ar‐

gues that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on the potential benefits of regional in‐

tegration is not a simple linear relationship, but rather a dual regulatory mechanism

that can both impedes and promotes integration. Building on this perspective, the pa‐

per proposes that adjusting institutional distance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should focus

on: reducing key institutional distances, integrating and harmonizing regional institu‐

tions, moderately adjusting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establishing a dynamic yet

stabl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inally, it suggests tha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re‐

gional integration, institutional distance should proceed in three aspects: targeted re‐

moval of key institutional barriers, gradual development of a differentiated institu‐

tional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strengthening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These strategies aim to provide potential solu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con‐

figuration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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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全球化和

区域一体化 （regional integration）
的发展趋势并行不悖[1]。随着全球城市—

区域格局的重塑以及区域时空距离的压

缩，城市发展既需要从宏观的全球视野

出发，评估、调整和明确自身在世界城

市网络、全球产业体系中的职能和定位，

又需要从中微观的区域视角出发，借由

大型城市区域（都市圈或城市群）推动

实现空间近域化组织及协同治理。与此

同时，因城市发展转型、跨域要素流通

和行政区扩容等带来的区域跨界合作问

题日益严峻，引发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区

域的制度改革、连接和适应过程[2-5]，学

界和社会普遍认识到制度壁垒及其背后

复杂的协调过程是阻碍区域深度一体化

的关键障碍[6-7]。
就我国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推进，中国区

域一体化发展明显向好，省际地区生产

总值的泰尔指数值①由2011年的0.099下
降至 2021年的 0.080[8]，区域现代基础设

施可及性、便利性持续提升，中西部地

区新型城市区域快速崛起[9]，区域一体化

发展体制机制逐渐完善[10-11]。然而，由

于长期以来行政区与经济区并行的特殊

背景[12]、城市治理向企业家精神转型的

价值取向[13]，中国区域一体化仍存在

“行政区经济”“地方恶性竞争”“地方保

护主义”等分割现象[14-15]，制度因素的

制约作用仍十分显著[16-17]。因此，有必

要分析和把握制度差异对区域一体化的

具体调节机制，总结国内外区域一体化

实践中制度调节的相关经验，助力我国

打破传统“行政区经济”藩篱、消除区

域发展制度壁垒。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

“制度距离”（institutional distance）的概

念出发，尝试剖析制度距离在区域一体

化中的具体内涵和调节机制，并基于世

界典型区域一体化实践解析和总结制度

距离调节的经验与启示，进而提出区域

一体化语境下制度距离的调适策略和治

理应对，以期从制度距离的视角对我国

实现区域深度一体化提供借鉴和思考。

1 制度距离及其在区域一体化中

的作用机制

1.1 世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总体进程及

其制度转向

区域一体化发展源于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各国对物质空间重建、经济社会重

组和民族利益维护等的客观需要，旨在

实现在更大范围内资源配置的优化、提

高区域内社会福利、增强区域全面合作

与协调[18-19]。总的来看，区域一体化可

以被定义为通过要素统筹配置、产业布

局优化与结构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政

策手段，削减区域范围内的多维边界和

壁垒，从而降低区域内部的交易成本，

提升区域总体发展质量及参与更大范围

乃至全球性竞争的能力。虽然区域一体

化研究肇始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

经贸组织和合作实践，但随着区域经济

一体化的不断推进，政治、社会和文化

等领域的一体化合作也在同步展开（图

1），由此导致了相关学界对空间制度的

再思考，即区域一体化发展出现了所谓

的“制度转向”[20–22]。综合来看，世界

区域一体化实践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表1）。

1.2 制度距离及其在区域一体化中的

体现

在城市发展转型、经济全球化、技

术革新等趋势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下，新

古典经济理论的“最优条件”假设难以

适用于更加广泛的现实实践。在新古典

理论和旧制度学派的基础上，新制度经

济学家和组织社会学家都意识到了制度

的重要性②，并对制度及其影响进行了深

入的研究。此后，随着制度对跨国企业

战略、管理实践和组织成果的影响愈发

深入[23]，越来越多的研究将国家制度背

景纳入跨国投资、并购实践的分析中[24]。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科斯托娃（Kos⁃
tova） [25]在其对跨国公司内部组织转移的

影响因素分析中正式提出了“制度距离”

（institutional distance） 的概念，用于描

述两个或多个制度环境之间的异同，并

将其划分为监管制度、认知制度和规范

制度之间的差异性/相似性③。随后，制

表1 世界区域一体化的总体发展阶段
Tab.1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stages of global regional integration

阶段划分

区域主义影响下的项目
驱动型经济合作

新区域主义影响下的规划
主导型多领域协作

城市区域主义影响下的
中微观区域一体化构建

具体时期

1940年代末—
1970年代末

1980年代初—
1990年代末

2000年代初以来

发展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物质空间重建；国际政治竞争激烈；
国际贸易推动

滞胀危机影响；全球化及政治、经济竞争加剧；经济社会调
节方式向新自由主义转变

全球城市—区域竞争格局重塑；信息化、网络化、去中心化
趋势持续深化；逆全球化势头渐强

发展重点

通过跨国项目合作及组织探索国家之间在经济领域的深度
合作

突破狭义地理、制度相邻概念，探索跨洲、跨洋区域在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多维深度一体化

跨国多边合作与一国之内跨行政区边界的协作并行，并对
区域管理模式和制度安排提出了新的要求

图1 1990—2014年世界区域一体化协定（RIAs）的变化趋势
Fig.1 Changes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agreements (RIAs), 1900–2014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18]修改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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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距离的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

跨国投资等领域，衡量国家之间由于政

治、经济和法律等制度异同所导致的经

贸交流障碍或阻滞。

总体而言，“制度距离”这一概念滥

觞于国际商贸领域，主要用于表征国家

之间的制度异同，尚鲜少用于研究一国

内部地方之间的制度异质性。在跨国经

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国家被简单视为

制度（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

全面安排）分布均等的面状空间，但在

中微观视角下的区域一体化分析中，一

国之内各地区之间的制度差异不可忽视

（图2）。因此，从制度理论出发，区域一

体化中的制度距离可被定义为地方之间

在制度要素及其布局、安排和执行等方

面的差异④，包括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

制度距离（图 2）⑤。需要指出的是，区

域一体化合作成功与否取决于成本和效

益的综合衡量，理想的制度“零距离”

和极端的制度“无限距离”均无法实现

区域综合发展效益的最大化，只有当地

区之间制度距离处于适当水平时，才能

更有效地促进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和产业

合理分工，并提升区域一体化的综合发

展效益。

1.3 制度距离在区域一体化中的双重调

节机制

现有研究表明，由制度确定的相对

稳定的预期结构，既是一种约束，又是

一种激励和保护[26]。一方面，地区之间

的制度距离往往意味着额外的交易、管

理和适应成本，阻碍各地在核心能力、

经验技术和组织管理等方面的高效共享；

另一方面，地区之间适当的制度距离也

可以带来一定的互补性资源和知识技能，

推动实现关键资源的获取以及知识技术

的双向溢出。可见，制度距离并非越大

越好，较大的制度距离往往会导致制度

冲突或缺位下的高昂合作成本，但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区域整体面对外部

挑战和冲击时的韧性；同时，制度距离

也并非越小越小好，较小的制度距离虽

然有效降低了地区之间达成合作共识和

进行统一经营管理所付出的成本代价，

但往往难以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

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区域整体应对风

险的稳健性。因此，制度距离对区域一

体化的影响并非呈现单纯的线性关系，

而是表现为更复杂的双重调节机制

（图3）。
鉴于制度距离通过促进和阻碍两种

效应交互影响区域一体化的综合效益，

制度距离（D）与区域一体化的潜在效益

（R） 之间理论上存在着倒 U形的关系

（图4）。其原因在于：①当制度距离极小

图2 区域一体化中制度距离的产生及其具体内涵
Fig.2 The emergence and aspects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图3 制度距离双重调节机制下的区域制度分布特征
Fig.3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institutions under the dual regulation mechanism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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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地区A与地区B拥有大致相同的制

度安排，内部主体能够较为熟练地运用

本地区及相邻地区的制度环境发展相应

的技能和知识。此时，两地进行区域合

作的意愿较高，且面对的制度阻碍较小，

其合作效益将逐渐接近此类制度安排下

的最大潜在效益。②随着制度距离的增

大，地区A与地区B之间的制度差异逐

渐拉大，推进区域一体化实践的组织管

理成本出现一定程度的提升，同时也带

来了更丰富的异质性资源、更广阔的市

场范围和更高的区域发展韧性。面对显

著提升的区域一体化潜在综合效益，两

地进行区域合作的意愿也在增强。③当

制度距离处于适当水平时，地区A与地

区B进行区域合作的意愿和可获得的潜

在一体化效益最高。此时，区域一体化

合作的综合效益远远大于区域重新组织、

管理和适应等带来的额外成本。④随着

制度距离的继续增大，地区A和地区 B
之间的制度差异处在较高水平，两地内

部主体在对方地区运用已掌握的知识和

技能的难度较大，由制度差异引起的组

织管理和合法性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此

时，跨越制度壁垒、实现区域一体化往

往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从而导致两地

进行区域合作的意愿和潜在效益逐步降

低。⑤当制度距离较大时，地区A与地

区B之间的制度差异极大，区域一体化

合作的综合效益已无法负担额外的组织

管理、交易监管和合法性风险等成本，

两地进行区域一体化的意愿和可获得的

潜在效益都极低。因此，若无更高层级

政府介入或其他外力打破僵局，地区A
和地区B可能更倾向于各自独立发展。

2 区域一体化中制度距离增减的

经验与启示

一般而言，区域一体化进程源于不

同地区之间为实现某些特定目标而达成

的广泛共识，区域一体化中制度距离调

节的重点在于实现关键制度距离的缩减、

区域制度的整合调整、制度距离的适度

增减和构建动态稳定的制度布局等四个

方面（图5）。

2.1 关键制度距离的缩减

作为对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反应，制

度变迁的实质是在外部和内部结构性因

素发生变化的情形下[27-28]，对制度构成

要素的重新组合和部分修正[29]，而这往

往是在无意识外部冲击和有意识集体行

动的共同推动下完成的[30]。同时，区域

一体化并非在一个 “无摩擦” “零阻

力”的制度“真空”环境中实现，其建

设必然会受到既有制度安排的牵制和阻

碍。这是因为，经历长时间的发展实践，

区域范围内制度牵涉广泛、内容繁杂，

且易陷入以“再生产”和“自我强化”

为核心的路径依赖[31]。概言之，制度的

自我强化机制和高转换成本使得区域制

度安排呈现出显著的“黏性”特征，导

致政治制度市场往往不如经济金融市场

有效率⑥。
正因如此，在区域一体化的最初阶

图4 制度距离与区域一体化潜在效益的关系演变
Fig.4 Evolv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potential benefit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106



“精准打通”与“渐进差异”：区域一体化视角下制度距离的调节机制、经验启示与治理应对 韩碧君 胡航军 张京祥

段，推动区域制度整体性变革和重塑的

难度较大，不仅容易引发激烈的社会动

荡，而且难以持续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

环境。此时，中微观视角下具体领域的

关键制度距离缩减反而更具现实可行性，

成为开启区域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着力点。

具体来看，此时的区域一体化实践更加

关注那些影响区域发展的关键问题，并

针对这些问题展开具体的项目合作，旨

在缩小地区之间在具体项目合作方面存

在的差距（表 2）。总的来看，处于前期

发展阶段的区域一体化合作大多选择从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市场扩张、流

域问题治理等具体区域性事务的协同优

化进行切入[32-33]，在实际项目中研判、

分析和缩小地区之间在基础设施共享、

经济贸易合作和跨域组织管理等方面的

具体制度差距，区域一体化随着这些关

键制度距离的消弭而加快推进。

2.2 区域制度的整合调整

在制度经济学看来，国家和政府始

终是推进实现区域一体化的核心力量[34]，
其中具有地方管辖权力的地方政府已经

成为地区之间利益协调的关键主体[35-36]。
虽然在以项目制为主导的合作实践下，

区域一体化积累了广泛且丰富的经验，

但聚焦有限维度和尺度的具体项目显然

无法满足地区之间深层合作的需要。对

于以管辖权分散为特征的地方政府来

说[37]，宏观制度缺失、综合政策滞后、

组织管理低效成为阻碍区域一体化持续

推进的堵点，亟须从更加综合的视角出

发，重新协调和组织区域制度设计[38]与
整体利益格局[39]。

具体来看，面对区域制度安排与一

体化诉求之间的错配现象，各地政府倾

向于建立一定的合作组织或机构将各种

外部性问题内部化[40-41]，基于联席会议、

图5 区域一体化中制度距离调节的重点
Fig.5 Key aspects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djustment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表2 世界典型区域一体化实践中的关键制度距离缩减及其具体举措
Tab.2 Key institutional distance reduction and their specific measures in typical regional integration practices worldwide

典型区域

美国纽约大都市区

英国伦敦大都市区

日本东京大都市区

德国莱茵—内卡

大都市区

中国粤港澳大湾区

中国长三角示范区

时间

1920年代

1950年代

1960年代

1950年代、

1960年代

1980年代、

1990年代

1990年代

主要领域

流域组织管理和跨域交通运输

公共工程建设和维护

交通基础设施联通和新城开发

流域污废管理、跨域交通运输

经济贸易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

经济贸易、旅游合作

具体项目和政策举措

哈德孙河驳运费用协调和纽约港治理；建立跨州合作机构——纽约—新泽西港务局；推出跨州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和管理的统一方针

下水道、道路和桥梁等公共设施等的修建和维护；成立覆盖伦敦全城的管理机构——大都市公共

事务委员会

交通基础设施支持下的新城镇建设项目；以轨道交通引导的模式进行土地开发，平衡基础设施

高额投资与土地开发收益

成立“莱茵—内卡市政工作小组有限公司”开展相关探索；签订“州际协定”促进跨区域合作

自下而上、民间自发，构建以功能性整合为主的产业空间；设置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地方政府

层面开始积极探索互动机制

启动长三角政府协商机制；以专题专项推动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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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联盟、对话平台等超地区机构对区

域制度进行整合和调整，以期打破地方

政府之间的制度集体行动困境⑦（图 6）。

例如：德国莱茵—内卡大都市区在第二

轮欧洲大都市区认定和第二项州际协定

签署后，逐步形成了公私合营、联合决

策的治理联盟，将区域规划、地区营销

和战略制定的任务分别交由三个机构负

责[42-43]，推动区域合作进入制度有序建

设的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在港澳回归

后，分别建立和完善了粤港、粤澳联席

会议制度[44]，由以市场为主的“非制度

性合作”逐步转向市场、民间和政府协

调推动下的“制度性合作”[45]，大湾区

合作逐步向教育、文化、环保和科技等

领域拓展[46]。总体来看，基于局部领域

或重点地区的具体项目，地方政府向区

域交付部分发展权力以获取更大市场、

更深层合作的意愿愈发强烈，区域一体

化转向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协调

共进的复合发展状态。同时，通过超地

区机构和组织的设立，地方政府开始强

调对区域一体化综合制度的建设，多主

体参与、多维度拓展、多尺度重组的区

域制度不断完善，并由此引发区域治理

机构职权的垂直与水平转移[47]。

2.3 制度距离的适度增减

对于区域制度来说，同质化、“一刀

切”的制度安排及资源要素分配机制难

以适应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⑧。区

域一体化主体众多、过程反复，基于各

地比较优势的制度协调与分工，不仅可

以促进生产要素的科学流动和优化配置，

而且可以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和

规模效益稳健提升，为核心城市实现新

质生产力发展跃迁和竞争力提升提供坚

实的腹地支撑[48]。

具体来看，在对各地发展水平、资

源禀赋和战略导向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的基础上，区域一体化实践普遍通过差

异化的制度安排对区域制度距离进行适

当增减，构建面向不同地区发展基础和

资源禀赋的差异化、层次化的制度分配

机制，旨在以更为高效、安全且可持续

的区域制度格局最大限度地释放和培育

新的增长潜力。例如：英国在大都市区

内设立了诸如企业特区、商业改进区、

投资区、免税港等各类享受特定政策的

园区，还提供了诸如地方增长基金、城

市转型基金、水平提升基金等的各种财

政资助[49]，试图在都市区范围内形成差

异化的发展格局；而中国的粤港澳大湾

区则由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

关税区”的特殊制度环境以及区域特点，

其协同发展能更多地享受到制度叠加、

国际环境与陆港协同带来的优势，因而

在应对外部冲击时能够保持较强的稳健

性[10, 50]，通过有目的、有规划的制度安排

和分布，区域范围内的制度距离得到适

度调节，并由此推动区域产业格局、空

间组织和治理结构等的重新组合[51]。值

得一提的是，在全新的制度分配格局下，

大型城市区域（都市圈或城市群）逐渐

成为国家集中优势资源、优化治理结构、

完善经济布局并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

的重要载体[52]。

2.4 兼顾动态与稳定的制度布局

纵观全球，在地方主义 /国家主义

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构建相对均衡

的区域一体化制度既需要国家和中央政

府层面上的合作与协调，又需要地方政

府及其内部各类行为主体的参与和配合。

一方面，作为落实国家宏观发展战略、

提升国际竞争话语权和建设国内统一大

市场的重要抓手，区域一体化的主要方

针、政策和路径必须在国家和中央政府

的宏观把控和引领下制定和推行；另一

方面，作为扩大地方市场、优化区域产

业结构和提升协商治理水平的重要方式，

区域一体化也需要地方政府在具体项目

推进、合作机构运行和制度创新中吸纳

更多非政府组织、社会公众参与。此外，

作为联系国家和地方的重要平台，超越

地方政府权威之上的超地区性组织机构

在区域一体化合作中更是发挥着关键的

中介支持作用。

在此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建立

起跨行政区划的区域合作和协调治理制

度，通过研判、识别和分析关键制度障

碍，发现区域一体化合作所需的关键资

源和潜在机会[53]；进而建立相对统一的

制度协调平台，基于区域制度的整合调

整，推动区域一体化从具体领域、具体

维度和具体尺度的单一合作转向多领域、

多维度、多尺度综合合作；此后，结合

区域发展现状，以相对合理、高效、稳

定的制度距离分布充分发挥区域内部各

组成主体的比较优势。因此，区域一体

化发展的成果往往是阶段性的，区域合

作的关键应当是形成适合区域现阶段发

展态势的制度安排机制，从而加快区域

整体范围内的资源流通、知识转移、品

牌拓展以及协商治理能力提升（表3）。

3 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制度距离的

调适策略与治理应对

纵观世界区域一体化实践，制度距

离之于区域一体化并非完全的阻碍作用，

在很多情况下，适当的制度距离反而有

助于构建优势互补、联系紧密、灵活高

效的区域分工和治理格局。然而，理想

化的区域一体化进程总会因为各种客观

因素的阻碍而出现偏差，现阶段我们谈

促进区域“制度化合作”，更多地应当是

强调在恰当的时空范围内，通过制度距

离的增减调适，促使相互依赖的制度之

间形成一种稳固且连贯的整体性安排。

综合来看，区域一体化中制度距离调适

的关键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3.1 精准打通：突破关键制度壁垒

首先，辨析阻碍区域一体化进程的
图6 基于超地区组织机构的区域综合制度调整

Fig.6 Comprehensive adjustment of regional institutions based on supra-regional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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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显著的

地区特性，不同的发展阶段、本地资源

禀赋和未来发展导向都会对区域一体化

的具体路径造成影响。从我国国家层面

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建

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创新合作

以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都反映了区域

一体化建设不同的特点、协调方式和关

注重点[54]。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最初阶

段，阻碍区域合作的关键问题集中于基

础设施、经济贸易、社会福利等方面，

应当集中力量解决这些切实而基本的具

体问题，为后续区域深度一体化积蓄充

足的前置力量。

其次，精准缩减区域合作中的关键

制度距离。基于广泛的项目实践经验，

我国区域一体化应当充分运用税收、财

政和政策性金融手段，加快完善与项目

相关的区域关键制度。例如：通过推动

区域基础设施共建、提升交通运输服务

标准、加强自然生态资源保护力度等，

降低知识转移和技术溢出的门槛；通过

签订双边或多边经贸协定，给予特定区

域、特定领域、特定人员更加畅通优惠

的交往环境，推动区域传统资源要素配

置方式、发展格局的调整和优化；在政

府间协议、交通专区、生态示范保护区

等特殊制度的基础上，尝试进行综合制

度创新，推进区域范围内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产业协作和科技创新共享

平台的建设；等等。

3.2 渐进差异：构建高效制度格局

首先，适度增减制度距离。我国长

期的城市与区域发展实践表明，“大而

全”或“小而全”的要素分布格局无法

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容易造成

资源的巨大浪费。因而，在突破关键制

度壁垒的基础上，适度增减制度距离将

有助于调整和优化区域发展格局，形成

区域范围内门类、布局、经营模式、利

益主体协同的专业化生态圈。一方面，

应当强调确立比较优势原则和优先目标

原则，从区域视角出发积极对接各地发

展的现实困境和实际需求；另一方面，

通过建立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治理的

体制机制和共享平台，分类引导区域资

源配置及发展权利转移。同时，积极拓

展多元化主体投融资渠道和利益共享机

制，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

其次，动态引导制度布局。面对全

球化、科技变革、气候变化以及国际形

势更迭带来的发展不确定性，应当在重

新审视区域内部各组成部分价值体系的

基础上，动态重塑区域范围内由行政、

经济、政策等发展因素构成的一致性空

间。一方面，促进“区域一体化”这一

共识的普遍化，降低治理结构优化与制

度变迁的成本；另一方面，强调跨地区

综合组织的管理和协调作用，重视对现

有制度的补充性调整，同时充分发挥都

市圈和城市群对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关键

载体作用。此外，在全球气候变化不断

加剧和城市快速扩张的双重压力下，必

须加强对区域生态保护制度的关注，强

化区域抵御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冲击

的韧性。

3.3 配套保障：完善政策协同和传导

机制

近年来，我国的区域规划和相关制

度设计在国家、区域和跨行政区层面上

都出现了一定的转变，以京津冀、长三

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

建设实践显示出政府既是规则的制定者

又是游戏的参与者。进入区域一体化

“制度化”建设的新时期，我国区域一体

化建设应当着力完善匹配制度距离演化

趋势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面向动

态稳定制度布局的国土空间全域、上下

衔接的规划传导和管控机制，为区域空

间高效利用、多主体联动合作提供保障，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包容性城市规划建

设保障资源要素在区域范围内的高效流

通与合理配置。首先，应当强化底线约

束思维，创新顶层政策制度设计，形成

纵向多层次、横向多元的区域协调机构

和组织，突出公共部门、私营机构与第

三部门的“合力”作用。其次，着力提

高区域一体化治理和管控水平，积极对

接区域发展的现实困境和实际需求，建

立规范、合理且密切的“区域—地方政

府”利益联结机制，破解公共事务跨界

与协同治理的矛盾。最后，注重提升区

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综合

性价比，探索更具兼容性和灵活性的区

域基础设施开放、共享和利用方式，依

托完备的基础设施、便利的生活环境、

良好的创业生态以及独具特色的品牌营

销，营造面向全社会各类人群的高品质

生产生活环境。

4 结论与思考

对于区域发展而言，制度距离一方

面意味着额外的交易、管理和适应成本，

但同时其上也附着一定的互补性资源和

知识技能，是资源知识双向溢出和增强

区域发展韧性的重要载体。制度距离对

区域一体化潜在效益的影响并非单一的

线性关系，而表现为阻碍和促进并存的

双重调节机制。综合来看，区域一体化

合作源于地区之间针对某些特定目标而

达成的广泛共识，主要通过具体项目切

入缩小特定目标下的关键制度距离；此

后在制度整合和调整的基础上，通过合

理调适区域范围内的制度距离，依托空

表3 典型国家区域一体化中的制度调节机制
Tab.3 Institutional adjustment mechanisms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of typical countries

典型区域

美国纽约
大都市区

英国伦敦
大都市区

德国柏林—
勃兰登堡
大都市区

日本东京
大都市区

具体机制

依法设立特区，组织专业化管理机构；
私人为主、社会广泛参与的民间性区域规划模式：区域规划协会、大都市区规划组织等

以区域空间战略为引领：强调《伦敦规划》的目标引导作用；
创新地方协作模式：合作责任、告知和协商责任、地方企业团体等机制；
拓展公众参与渠道：指定“检查专员小组”组织“公众审查”、举办主题研讨会等

联邦层级：空间规划部长级会议机制、都市区示范项目机制等；
联邦州层级：区域性治理机构、联合规划机制与战略引导等；
地方政府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目的性联盟、邻里论坛、区域对话机制等

强调整体规划与中央决策：中央政府依据“首都圈整备计划”进行顶层管控，通过立法将特定权力
下放至地方城市；
设立常态化跨域协议会：全国知事会议、九都县市首脑会议等；
明确咨询式管理制度：专家咨询会、恳谈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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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邻近性实现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等

多方面的紧密交互。在此过程中，基于

外部环境变化和各地战略导向需求，区

域一体化将形成动态稳定的制度分布

格局。

为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实现经

济高质量发展，我国提出了逐步形成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长三角、粤港澳、

京津冀等重要区域的一体化协同发展率

先构建并不断深化，并在创新区域治理

体制和柔性合作引导模式等方面取得了

一定的成果。然而，现有地方激励体制

下的“行政区经济”模式及其导致的

“以邻为壑”“同质竞争”“重复建设”等

分割现象，反映出制度距离对区域一体

化的制约和阻碍作用仍然存在。当前，

进入重塑国家空间发展格局和调整区域

制度体系安排的关键时期，我国区域一

体化进程中的制度距离调适，一方面需

要识别阻碍区域合作的关键问题，精准

打通关键制度壁垒，缩减关键制度距离；

另一方面则需要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适

度调整区域制度距离，以构建梯度差异

的制度分布格局；此外，还需要逐步完

善与之相配套的政策协同和传导机制。

总之，制度距离作为影响区域一体化的

关键因素，往往决定着区域乃至国家范

围内的资源配置、要素生产和治理协调。

制度影响下的区域一体化过程，既需要

自上而下的战略性谋划，又需要自下而

上的战术性创新，制度距离的有效调适

并非一蹴而就，未来仍需在广泛的在地

化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

注释

① 一种衡量个人之间或地区之间收入差距

（或 称 不 平 等 度） 的 指 标 ， 因 泰 尔

（Theil） 利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来计算

收入不平等而得名。

② 以 道 格 拉 斯 ·C. 诺 斯 （Douglass C.

North）、 奥 利 弗 · 威 廉 姆 森 （Oliver

Eaton Williamson） 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

学 家 和 以 W. 理 查 德 · 斯 科 特 （W.

Richard Scott）为代表的组织社会学家意

识到了制度的重要性，前者主张从经济学

的视角研究制度对经济绩效、资源配置等

的作用，后者则重点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

研究组织与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二者都

为转型国家的转型过程提供了较为有效的

分析方法。

③ 目前，学界普遍采用诺斯的二分法或斯科

特的三分法对制度进行分类。其中：二分

法将制度距离划分为正式制度距离（政治

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和非正式制度距

离 （行事准则、行为规范和惯例）；三分

法将制度距离划分为管制制度距离、认知

制度距离和规范制度距离。虽然诺斯和斯

科特对制度划分的出发点不同，但二者不

乏共通之处，在更为广泛和实际的研究

中，一般认为正式制度距离即为管制制度

距离，而非正式制度距离包含了规范和认

知维度的制度距离。

④ 一般而言，地区之间势必会存在一定的制

度距离。制度距离越大意味着地区之间的

制度差异较大，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和跨域

共享的阻碍越大，区域一体化合作所付出

的成本越高；制度距离越小意味着地区之

间的制度差异越小，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和

跨域共享的阻碍越小，区域一体化合作所

付出的成本越低。

⑤ 正式制度距离是指地方之间在经济规则、

政治法律等正式制度环境方面表现出来的

异质性；非正式制度距离是指地方之间在

社会认知、文化和道德等非正式制度环境

方面表现出来的异质性。

⑥ 一方面，区域制度安排涉及方方面面，政

治制度、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以及文化偏

向、习俗喜好等非正式制度共同构成了复

杂、有机的区域制度系统，往往已经取得

了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广泛的公众认

可；另一方面，由于区域制度构建过程中

已付出的固定投入和沉没成本，制度矩阵

会在相互依赖中保持一定的运行轨迹，从

而决定区域发展的长远路径。

⑦ 指制度复合行动者（如地方政府）之间的

集体行动问题，在降低制度变迁成本的同

时，减少或抑制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

现象。

⑧ 一方面，就组成主体而言，各地发展基

础、资源禀赋和未来战略导向各有差别，

这种异质性使得不同地区对制度资源的需

求存在显著区别；另一方面，就一体化进

程而言，区域一体化并非一蹴而就，均质

化的制度安排显然无法对地区之间的集体

行动产生强大的现实激励。此外，随着地

缘政治冲突加剧、经济发展动能趋弱，区

域范围内缺乏梯度和差异的产业链、供应

链布局和治理结构难以提升国家与地区的

协商治理水平，以及抵御外部冲击的发展

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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